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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效应分析

史 欢，李洪波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 要：近年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知识外部性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驱动因素，

其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溢出效应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以 91个城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研究对象，对其知识外部

性的Mar效应和 Jac效应进行测度，并给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的辐射范围，定量计算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和

技术进步的效应。结果表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过程中产业内知识溢出效应更大，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Jac外部性

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更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同时兼论了Mar效应和 Jac效应，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

部和东北部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结论更具有区域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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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截至 2019年，全国共

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56个，其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 4.89万家，科技活动人员 378万余人，技术收入

3.33多万亿元。到 2020年底，国家级高新区数量已达 168个，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知识外部性作为产业集群发展的驱动因素，其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溢出效

应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学者们普遍认为知识外部性是促进集群创新的主要条件。通过知识的创造、累积

和溢出效应所带来的集群效用，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通过要素投入和供应链优化配置所带来的优势，知识

溢出通过提高资本生产率和提升劳动力促进报酬递增，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由于知

识在地理上、产业间的流动，其外部影响同时提升了相邻区域的创新能力，并进而促进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

（王丽，2020）。集群现象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外部效应（包括知识的模仿、竞争、交流、带动、激励等效应），

根据聚集企业的同异质化程度可以分为马歇尔外部性（Marshallian externalities，Mar）和雅克布外部性

（Jacobs externalities，Jac）。马歇尔外部性指在一个集群系统中，主要通过同一行业中众多企业的集聚行为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特定区域内同类产业集聚程度越高，企业之间沟通和学习成本越低，越有利于企业之间

的知识传播与扩散，从而促进创新与经济增长。雅克布外部性则以异质性产业为前提，该学说认为跨行业的

集聚现象更有利于激发企业间竞争与创新，弥补知识异质性所导致的创新不足，通过产业间“动态的知识外

部性”加深不同产业之间的沟通交流，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配套能力和市场规模成为当前中国新的竞争优势。产业升级

的关键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将规模和成本优势转化为核心环节的技术优势。因此知识外部性和技术溢出显

得尤为重要，大量高新技术企业为了充分利用知识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选择集群。那么，在高新技

术产业技术更迭周期的关键时期，在各类高技术产业集群开展创新活动的过程中，是否存在 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如果存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的辐射范围有多大？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在

产业集群间的带动作用如何？不同类型知识外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剖析知识外部性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并

收稿日期：2021⁃06⁃16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评价体系研究”（17GLB001）；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中国情境

下创业生态系统特征及其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SJKY19_2518）
作者简介：史欢，江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与创业管理，知识管理；李洪波，博士，江苏大学党委副书记，教

授，研究方向：创业管理。

66



史 欢等：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效应分析

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建议。因此，本文将以 91个城市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为研究样本，对其知识外部性的Mar效应和 Jac效应进行测度，并给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知识外部性的辐射范围，定量计算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以期进一步推进产业集群理论、知识外部

性的理论研究，在可能的范围内为推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二、文献回顾

外部性问题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以来，广泛受到微观经济学家的关注。研究外部性问题的学者

认为，只要某企业或个人的效用函数包含的其中某些要素被另一家企业或个人所控制，就证实经济发展存在

着外部性（Buchanan和 Stubblebine，1962）。关于知识外部性的讨论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学者们普遍致

力于分析知识外部性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活动的影响。知识外部性又称为技术外部性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或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旨在强调知识、技术和信息资源在企业之间交

流扩散所形成的关联（Scitovsky，1954）。李晓飞等（2018）指出知识外部性与物质资本相似，对区域经济增长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知识外部性通过提升劳动力及资本生产率促进报酬递增，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知识外

部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空间局限性（Rui和 Peter，1998），知识、技术在空间传播过程中能够会随着距离增加

而效用递减（梁琦和钱学锋，2007），知识溢出在地理上的辐射范围会对经济进步和技术创新造成很大程度的

影响（王建华，2015）。由于知识传递过程的低成本和低阻碍，产业或技术的邻近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交

流，并促使产业集聚化（Buzard et al，2015），而集聚恰恰可以有效避免知识外部性的空间局限性（王猛等，

2016）。

马歇尔在亨利·西奇威克“等他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概念，并从外部

经济的角度阐述了“产业区”的形成，认为产业集聚主要通过共享劳动力市场、知识外部性、节省运输成本促

进效率提升（陈子真，2017），并且由于知识具有同类产业独有的特性，溢出发生在同类产业间（刘满凤和吴卓

贤，2013）。Hoover也认同该理论，认为产业集聚的最佳规模是通过产业集聚产生的知识外部性吸引同类经

济体加入集聚区，从而形成反馈回路进一步强化集聚体，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胡晨光等，2011）。与之相反，以

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跨产业集聚更能促进关键技术的传播，知识外部性更明显的发生在跨产业集

聚体中（Henderson et al，1995）。某一个产业的知识和技术投入除了会促进本产业的技术发展外，更多的会

通过溢出过程促进其他产业生产率的提升，并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和科技创新（关爱萍，2013）。

以上两种外部性理论均为深入探讨产业集聚的内部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究竟是何种外部性占主

导地位，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经验探索。金春雨等（2016）以服务业专业化产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地

区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对当地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地理上邻近地区服务行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会导致显著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陈旭等则将重点放在多样化集聚研究上，他们基于企业多样化考察了空

间集聚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发现空间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中表现出

明显的差异（陈旭等，2016）。有学者同时关注了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差异，田政杰和段志民

（2019）以城市集聚经济对制造业就业的动态影响为主题，实证发现行业内溢出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就业增长

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行业间溢出则主要通过产业关联对城市制造业就业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在关于集聚效应引起的知识外部性研究中，鲜有将知识外部性划分为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同时来进

行探讨，通过以“专业化聚集”和“多样化聚集”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同时探究了知识外部性在两类集聚中

微观机制的文章仅有寥寥数篇。张宗庆和张寅（2012）通过将产业集聚细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探

讨了其在长三角区域的不同组合及相应知识溢出的作用途径，并提出“技术池”和“吸收能力”是长三角区域

知识溢出效应的两个重要途径。刘满凤和吴卓贤（2013）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了Mar溢出、Jac溢
出对集群技术进步的效应，结果表明是产业间的竞争关系促进了产业集群的科技进步，但与经济增长呈现负

相关。王飞绒等（2015）以浙江省 16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为样本，衡量了集群间的知识溢出，实证得出产业间

的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均具有正向作用。黄永明和姜泽林（2019）实证分析了金融结构、产业集

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并证实了金融结构对多样化产业集聚与专业化产业集聚的作用也存在差

异性。可以发现，对于国内集群知识外部性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结果尚存在不一致性，对于哪一类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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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引起的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更为重要没有达成共识，尚未厘清究竟是产业集群内还是不同集群间的知

识外部性带动了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很多，丰富了知识外部性理论和

区域经济学说，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将知识外部性划分为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进行实

证研究的文献很少，亟待展开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因此本文以 9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为研究样本，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进行定量研究。主要针对以下两点进行研究：①中国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的测度，以解决产业集群聚集过程中是否存在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及集群知识

外部性的辐射范围大小的问题；②在前文基础上进行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

济增长的计量与分析，以解决不同类型知识外部性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正向、负向还是

不显著关系。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从 Mar外部性和 Jac
外部性两个角度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现象；另一方面是研究范围的创新，按照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中对经济区域的划分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四大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更具有区域针

对性。

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测度

（一）Mar外部性与 Jac外部性测度

对 于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集 群 知 识 外 部 性 的 测 度 ，本 文 选 择 被 广 泛 认 可 的 Henderson 计 算 方 法

（Henderson，2003），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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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表示区域 i产业 j的Mar外部性，即区域 i在产业 j内的知识外部性程度；式（2）表示区域 i的 Jar外部

性，即区域 i产业间的知识外部性程度。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Vij表示区域 i产

业 j的工业总产值。为更好地刻画集群产业多样化，在计算 Jac外部性时将工业总产值化分为 Vi1高新技术产

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和 Vi2非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其中 Vi2 = Vi - Vi1。以 91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所在地区为基准，划分为 91个区域，其中各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数据（Vi1）来源于 2020年国

家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编纂的《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区域工业总产值数据（Vi）来自于 2020年国

家统计局编纂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了更深入的剖析国内不同地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效

应，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分类标准，本文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对经济区域的划分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

西部及东北部四大类进行分析，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计算结果分别如图 1~图 3所示①。

从图 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 Mar外部性数值普遍比 Jac外部性高，Mar外部性最高的城市北京达到了

2.077，而 Jac外部性最高的城市珠海则只有 1.221。北京、珠海、厦门、上海、南京等城市无论是 Jac还是Mar外
部性都比较高，说明这几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均比较高。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

区 Jac外部性曲线更为平稳，Mar外部性最高的城市景德镇达到了 3.104，有 5个城市（景德镇、太原、新余、武

汉、株洲）Mar外部性数值大于 2，可以看出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引起的知识外部性程度比东部

地区高。例如，具有“火车拉来的城市”之称的株洲，其高新技术产业类型相对集中——主要以轨道交通、通

①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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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航空和新能源汽车为主，知识外部性效应主要来自于产业内集聚。从图 3可以看出，西部和东北部地区

Mar外部性现象较之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最高的城市西安数值达到 5.21，Mar外部性数值低于 1的城市

仅有 6个，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西安 Jac溢出仅有 0.299，知识外部性效应主要来自于专业化集聚，西安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产业主要集中在仪器仪表、汽车等领域，并且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集汽车电子、重要汽车零部件

和整车在内的汽车产业集群。因此难以吸收和消化另一产业溢出的知识。

总体来看，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之间 Mar外部性存在较大差异，Mar外部性平均值 1.104，方差为 0.738。
对于东部地区而言，Mar外部性高于 1的地区只有 9个，而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及东北部地区而言，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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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年东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Mar外部性、Jac外部性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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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9年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Mar外部性、Jac外部性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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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9年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Mar外部性、Jac外部性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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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 Mar溢出值都大于 1。其中 Mar外部性最高的地区是陕西西安，高达 5.21；同处于西部地区的另一个

城市白银Mar外部性也高达 3.64，位列第二。Mar溢出值最低的地区是唐山，仅有 0.04。与Mar外部性相比，

Jac溢出测度曲线显得较为平稳，各城市之间浮动较小，Jac外部性平均值为 0.928，方差 0.039。其中，Jac溢出

最高的城市是珠海，高达 1.221；最低的城市是西安，只有 0.299。
Mar外部性的计算主要是通过某一产业专业化程度来表示的，当该地区产业种类越多时，其专业化程度

越低，Mar外部性数值也越低；相反，当一个地区产业种类越单一，专业化程度越高，则 Mar外部性值越高。

Jac溢出的测度则是通过产业多样化程度来表示，当地区产业种类越多时，Jac溢出则越多。上述计算结果说

明了以下几点：①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知识外部性主要体现在集群内部，产业集群之间的知识外部性现

象还不普遍；②西安、白银、景德镇等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区受专业化知识外部性集聚驱动的程度较高；苏州、

泉州、烟台等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集聚主要受 Jac溢出即不同产业间知识外部性的推动；③上海、南京、

厦门、长沙、成都等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聚集受多样化和专业化知识外部性聚集驱动的程度相当。

（二）知识外部性辐射半径测度

知识外部性研究的一个共识是知识在空间传递过程中存在着“时滞、扭曲和衰减”，即在地理上存在着明

显的“核心⁃外围”结构（Chen和 Guan，2015）。知识外部性的辐射范围也将影响企业的区位决定，有必要对高

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辐射范围进行测度。传统测量空间相互作用的模型包括 Reilly模型、康弗斯模

型等，由于上述模型参数难以确定，无法解决相邻区域吸引范围界限的问题，本文选择威尔逊的最大熵模型，

并结合近年来学者们对威尔逊模型的改造进行第 i个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辐射半径 ri的测度，具体测度公

式为

ri = δiβ ln ( )Di

θ
（3）

其中：β为衰减系数，表示知识外部性衰减快慢；δi为修正项，表示对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知识资源总量的

赋权；θ表示知识溢出的临界值。根据威尔逊模型，要测算各区域知识外部性辐射半径，首先要得出各区域

知识资源总量 Di，它表示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位能，其不单独属于某个集群所具有，而是集群间相互作

用所共用的知识储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Di =∑
j

ω ij x ij （4）
其中：xij表示第 i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第 j项指标值。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高新技术领域内相关联的企业通

过科技产业在一定区域内聚集形成的有机组合，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指包括产业集群区域内及所能扩散

的周边地区企业之间通过创新资源、教育、工作经验和人才流动而产生并不断更新迭代的资源，知识的创造、

扩散、共享和吸收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外部性之间的连接渠道（林剑铬等，2021）。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知识主要包括技术专利、人才、创新资源、企业信息及价值习惯、经验、行业准入规则等默会知

识。本文为便于定量计算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知识存量，结合前人研究及国家科技部评价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发展情况的指标，选择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数、工业总产值、净利润、出口总额、技术

收入、科技活动人员及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作为衡量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资源总量指标，相关数据描

述性统计见表 1。ωij表示第 i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 j项指标的权重。为统一各指标的计量单位，

首先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以便更客观的反映各集群知识资源总量。代入具体

统计数据得到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知识资源总量，见表 2。
表 1 知识资源总量测量指标描述性统计

指标名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高新技术产业数
（个）

11614
21
404
1263

出口总额
（万元）

20181.881
4.452

2954.917
4423.267

科技活动经费支出
（万元）

16982.316
11.021
886.454
2078.355

科技活动人员
（人）

660727
892

35047.044
78267.517

技术性收入
（亿元）

7580.37398
0.075
291.142
881.929

净利润
（亿元）

3170.287
-119.471
186.4768
387.435

工业总产值
（亿元）

10092.590
33.323
1892.022
1879.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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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资源总量

高新区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唐山

保定

太原

呼和浩特

沈阳

大连

鞍山

本溪

营口

长春

哈尔滨

大庆

上海

南京

无锡

徐州

Di

255961972
25165102
10690798
243320
3456388
2788876
2620104
9309837
11332946
2755585
81474
1168454
12258132
8297504
7225471
103069284
15803644
20374280
1408113

高新区

常州

苏州

南通

镇江

泰州

杭州

宁波

温州

绍兴

衡州

合肥

芜湖

蚌埠

福州

厦门

莆田

泉州

漳州

南昌

Di

18301479
23468552
9346690
1659848
1120650
43574603
11481809
1230673
1835656
1490769
26607773
2579048
2292933
6327307
15248137
1114018
1466692
2874577
7502564

高新区

景德镇

新余

鹰潭

济南

青岛

淄博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临沂

郑州

洛阳

新乡

南阳

武汉

宜昌

襄阳

Di

1742822
1384870
561828
19253837
15214595
6784347
1156588
11276529
3458023
1054468
8405755
2165638
35922141
3529484
1988260
1209621
85286206
2990871
9666239

高新区

荆门

孝感

长沙

株洲

湘潭

衡阳

益阳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江门

肇庆

惠州

东莞

中山

南宁

柳州

桂林

Di

2709347
1910957
18886620
3555179
5995926
1837070
2034575
40922295
62188818
13481398
16566864
2663830
1052163
17484916
9918260
13172048
11347077
4340770
3017535

高新区

北海

重庆

成都

自贡

绵阳

乐山

贵阳

昆明

玉溪

西安

宝鸡

兰州

白银

青海

乌鲁木齐

Di

2186709
11058399
48079645
820356
2704680
827771
8088650
5345724
880602
44177144
2647812
4649801
223233
79086
2575480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知识外部性的影响程度随距离衰减，用衰减系数 β来表示知识外部性衰减快慢。β值越大，知识外部性

衰减越快；反之，则衰减越慢。衰减公式为

β = 2T
tmaxD

（5）
其中：D表示集群之间相互作用的范围，采用各产业集群所在省市平均面积来表示，计算可得 D = 12198.70
平方千米；T为相互作用的集群个数，即 T = 91；tmax为具有较强知识外部性辐射能力的集群个数，本文采用知

识资源总量在平均值（13780417.25）以上的集群个数，即 tmax = 21。最后利用式（5）计算得出 β = 0.027。
根据王铮（2002）对Wilson模型的改进，他认为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表示为 Die-βri，故可以取定一个阈

值 θ，当一个集群知识外部性辐射能力衰减到该值定下范围时，可以近似认为该集群对此范围之外的区域不

存在辐射作用。采纳多篇权威文献实证经验（张曦和郭淑芬，2020），取 θ = 0.1。
δi作为修正项，用以弥补 ln ( )Di

θ
项弱化了知识资源总量对知识外部性辐射能力影响的缺陷，重新强化知

识资源总量的重要性。根据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知识资源总量的分布，将 91个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划分为五个层次，依次取权重 δi = 1，δi = 0.9，δi = 0.8，δi = 0.7以及第五层 δi = 0.6，具体划分见表 3。
表 3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资源总量权重层次划分

权重层级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高新区

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杭州、合肥、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佛山、惠州、厦门、成都、西安

石家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大庆、南通、宁波、南昌、青岛、淄博、潍坊、威海、襄阳、珠海、东莞、中山、南宁、重庆、贵阳

保定、太原、呼和浩特、鞍山、福州、漳州、济宁、洛阳、宜昌、荆门、株洲、湘潭、江门、柳州、桂林、绵阳、昆明、宝鸡、兰州

徐州、镇江、温州、绍兴、衡州、芜湖、蚌埠、泉州、景德镇、新余、临沂、新乡、南阳、孝感、衡阳、益阳、北海、乌鲁木齐

唐山、本溪、营口、泰州、莆田、鹰潭、烟台、泰安、肇庆、自贡、乐山、玉溪、白银、青海

最终通过式（3）的计算，可以得到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知识外部性辐射半径，见表 4。
由表 4可见，北京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知识外部性辐射半径最大，

达到 802.34千米，是唯一一个辐射半径超过 800千米的城市；上海、武汉、深圳、广州、杭州紧随其后，知识外

部性辐射半径均能达到 730千米以上。所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知识外部性辐射半径平均值为 542.86千
米，其中有 41个城市高新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辐射半径高于平均值，知识外部性半径辐射范围最低的是青

海，溢出半径只有 301.80千米，辐射能力有限。对于知识扩散能力强的城市，要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的科技和人才优势，通过开展关键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研发攻关、成果共享、构建专利池等集专业化和多样

化为一体的联合创新，充分发挥自身领军角色，促进知识溢出辐射范围内高新技术企业联动合作、融通发展，

并为各区域重点产业发挥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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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家 91个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知识外部性辐射半径 单位：千米

高新区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唐山

保定

太原

呼和浩特

沈阳

大连

鞍山

本溪

营口

长春

哈尔滨

大庆

上海

南京

无锡

徐州

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ri
802.34
716.43
616.25
326.77
514.32
507.96
506.11
611.64
618.19
507.61
302.46
361.64
620.81
607.80
603.19
768.65
699.20
708.61
426.75

高新区

常州

苏州

南通

镇江

泰州

杭州

宁波

温州

绍兴

衡州

合肥

芜湖

蚌埠

福州

厦门

莆田

泉州

漳州

南昌

最大值

北京 802.34
武汉 761.63
成都 740.40
长春 620.81

ri
704.63
713.84
611.77
431.01
360.71
736.76
618.62
432.26
433.62
428.23
718.49
442.44
439.39
532.23
697.87
360.58
427.81
508.86
604.44

高新区

景德镇

新余

鹰潭

济南

青岛

淄博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临沂

郑州

洛阳

新乡

南阳

武汉

宜昌

襄阳

最小值

唐山 326.77
鹰潭 345.37
青海 301.80
本溪 302.46

ri
432.28
426.32
345.37
706.51
628.01
601.09
361.41
618.03
514.34
359.36
608.23
437.91
729.61
514.94
435.69
604.01
761.63
510.03
612.89

高新区

荆门

孝感

长沙

株洲

湘潭

衡阳

益阳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江门

肇庆

惠州

东莞

中山

南宁

柳州

桂林

平均值

570.05
525.04
499.57
529.17

ri
507.10
434.67
705.80
515.15
530.64
433.64
436.29
734.44
749.94
623.00
700.94
505.60
359.31
702.94
613.75
623.21
618.24
521.07
510.30

高新区

北海

重庆

成都

自贡

绵阳

乐山

贵阳

昆明

玉溪

西安

宝鸡

兰州

白银

青海

乌鲁木齐

全国平均值

全国方差

全国最大值

全国最小值

标准差

139.52
116.54
128.23
128.01

ri
438.16
617.37
740.40
353.78
507.06
353.98
606.95
527.24
355.36
737.27
506.42
523.11
324.86
301.80
442.40
542.86
17462.41
802.34
301.80

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

（一）模型设定
由于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在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效应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上存在一定

的偏误，本文选择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参考结合黄苹（2013）和刘满凤和吴卓贤（2013）的研究构建内

生技术增长模型为

Yit = ALαit K β
it G γ

it （6）
其中：α、β、γ为弹性系数；Yi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第 i个区域 t时刻的经济增长和创新绩效，本文选取 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TEC（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值作为各区域技术进

步测度指标。Lit 表示城市 i在 t时刻的投入要素组合，包括 R&D投入增长率（Rd），科技活动人员增长率

（Tech），以此体现内生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除投入要素等内生因素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外部性经济 Kit的影

响，包括 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Git为结构变量，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规模（Scale）和科技研发强度

（Intensity），以此更为全面的考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间的非均衡发展因素；A为系数。由于需要利用要素投

入的线性模型，需对式（6）进行变换，在公式两边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转化为式（7）：

lnYit = lnA + αlnLit + βlnKit + γlnGit （7）
拓展式（7）得出本文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Yit = C + θ1 lnRdit + θ2 lnTechit + θ3 lnMarit + θ4 lnJacit + θ5 lnScaleit + θ6 lnIntensityit + εit （8）
其中：Scaleit = snit

∑
i

snit
，Intensityit = Techit

Scaleit
；Rdit表示第 i个区域在第 t年的 R&D投入增长率；Techit表示第 i个区

域在第 t年的科技活动人员增长率；Scaleit表示第 i个区域在第 t年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规模；Intensityit表

示第 i个区域在第 t年的科技研发强度；snit为第 t年里第 i个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拥有的企业数；ε it为
随机误差项；C为常数项；θi为弹性系数。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借鉴前人的研究，采用 TFP值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

TEC值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本文以科技部评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的指标为基础，融合其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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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在投入方面选取科技活动人员（STP）、R&D支出（RD）作为评价指标，产出方

面包含技术性收入（TI）、高新技术企业数量（SN）、净利润（NP）和工业总产值（GIO）作为指标，所有指标均为

客观指标，不包含任何主观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运用 DEAP2.1软
件进行计算，由于 DEA模型对于投入和产出数据均要求是正数，在计算之前对个别负值以无穷小正数代替，

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5。
表 5 被解释变量测量指标描述性统计

指标

TI（亿元）

SN（家）

NP（亿元）

GIO（亿元）

STP（人次）

RD（亿元）

2017年
均值

291.142
404

186.476
1892.022
35047
55.776

最大值

7580.374
11614
3170.287
10092.590
660727
574.562

最小值

0.07
21

-119.471
33.323
892
0.637

标准差

881.929
1263
387.435
1879.968
78268
91.898

2016年
均值

253.576
322

162.911
1793.148
32264
47.039

最大值

6623.021
10041
2903.531
9561.667
604674
595.610

最小值

0.00046
3

-4.597
108.765
729
0.388

标准差

759.533
1085
345.920
1767.637
71708
85.082

2015年
均值

204.389
269

157.346
1722.016
29799
42.363

最大值

4837.665
7292

2582.015
9289.005
433410
497.170

最小值

0.00265
15
3.536
133.449
738
0.395

标准差

562.433
798

307.133
1704.971
55983
69.378

（三）计算结果分析
为避免数据的异方差和不平稳，首先对所有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对知识外部性相关变量分别运用面板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利用 Hausman检验决定选择何种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6
和表 7。

从表 6可以看出，全国范围来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Mar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即高新技术

产业集群内的知识外部性没有引起集群经济增长，该研究结果与王飞绒等（2015）类似；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Jac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集群产业间知识外部性的提高阻碍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经济

增长。此外，科技活动人员的增长率对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高新技术产业

集群科技活动人员的投入不能显著提高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 Mar溢出对

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西部地区 Jac溢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除东部地区外，其余地区科技

活动人员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均为显著负相关，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

推动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科研投入强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说明一味的增加科研投入对

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有制约作用。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一个不发达的经济系统想要演化成为一个稳定的新

经济结构，其系统必须是开放的并且处于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域（罗嘉文等，2021），这就要求区域内的经济

增长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碰撞、重组、创新性的毁灭并产生新生产关系。因此，上述结果产生的可能原因在于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存在盲目追求规模化、投入粗放、知识资源利用率低的现象，从而导致知

识溢出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区域经济增长缓慢。

从表 7可以看出，全国范围内无论是Mar外部性还是 Jac外部性均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技术进步产生了

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东部地区 Jac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力最大，Jac溢出增加 1个单位，则 TEC降低 6.424
个单位。Mar溢出对技术进步影响力最大的是中部地区，Mar溢出增加 1个单位，TEC降低 2.286个单位，同

时西部地区 Mar溢出对技术进步也为显著负相关。此外，中部地区 R&D投入对技术进步也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

部分研究结果与预期不同，无论是集群内还是集群间知识外部性对技术进步的正向效应均未得到证实，

首先Mar外部性体现的是集群内专业化程度，是产业内的知识外部性效应。根据Marshall理论，集群内的知

识溢出会使得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学习的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促进某一地理区域内集群企业知识的扩散，但同

时也使得企业的同质性增加，随着产业内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各高新区产业集群产业结构雷同，缺乏明

晰的产业定位和产业特色，产业集群中技术开发者之间、技术开发与促进者之间的关联度低，相互间交易成

本高，降低了高新产业集群的合作效率，集群内扩散知识也趋向于同质，从而不利于技术创新。

Jac外部性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负相关结果亦是出乎意料的，但是这种显著负相关仅显示在东部地区。

Jac外部性衡量的是集群多样化程度，是产业间的知识外部性效应。东部地区包括了泛京津冀经济生态圈、

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Jacobs理论认为，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更利于企

业之间的竞争及区域内的创新，正是这种竞争关系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技术进步，而不是产业间的外

部性效应（刘满凤和吴卓贤，2013），可能的原因在于由于东部地区不同经济圈之间产业类型丰富，但细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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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区域而言，区域内产业趋向于同质化，整个东部地区呈现无关多样化，知识交流距离过大，从而削弱了产业

多样化对创新的贡献（万道侠等，2019）。此外，东部地区产业类型多而不精，高新区对熟悉国际前沿颠覆性

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尖端人员需求量越来越大，而区内大部分人员尚属于毛坯型，远远不能适应高新产业

创新的需求，现有的人才结构不足以满足地区尤其是大城市高新区创新的要求，一味的追求产业多样化而忽

视了前沿颠覆性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攻关，反而会抑制多样化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表 6 知识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TFP）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lnRd
lnTech
lnmar
lnjac
lnScale
lnIntensity
Constant
Hausman
F/wald
R‑squared
Observation

全国

-0.079（0.099）
-0.604***（0.103）
0.137（0.123）
-0.742**（0.358）
0.116（0.076）
-0.167（0.162）
1.564*（0.866）

15.33**
22.24
0.6109
182

东部地区

-0.009（0.196）
-0.399（0.272）
-1.011**（0.412）
0.326（1.589）
0.767***（0.228）
-0.199（0.376）
4.649*（2.304）

15.92**
4.08
0.4048
84

中部地区

0.036（0.116）
-0.872***（0.183）
0.019（0.082）
0.2047（0.306）
0.010（0.031）
-0.154*（0.093）
0.945*（0.517）

8.65
44.68
0.5772
44

西部地区

-0.076（0.082）
-0.856***（0.183）
-0.041（-0.322）
0.014**（0.537）
0.472*（0.249）
-0.521***（0.152）
5.252***（1.505）

17.26**
60.01
0.9652
38

东北部地区

0.241（0.218）
-0.969***（0.310）
0.253（0.218）
-1.04（0.722）
-0.017（0.067）
-0.435（0.321）
2.029（1.537）

2.23
27.17
0.8121
16

注：*、**、***分别表示置信水平为 10%、5%、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表 7 知识外部性对区域技术进步（TEC）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lnRd
lnTech
lnmar
lnjac
lnScale
lnIntensity
Constant
Hausman
F/wald
R‑squared
Observation

全国

-0.095（0.115）
0.071（0.120）

-0.451***（0.143）
-1.744***（0.418）
0.042（0.088）
0.016（0.189）
-0.045（1.011）
49.16***
6.85
0.3260
182

东部地区

0.0440.217
-0.256（0.301）
0.510（0.455）

-6.424***（1.758）
0.073（0.252）
-0.193（0.416）
0.783（2.548）
30.68***
4.79
0.4438
84

中部地区

-0.761**（0.349）
0.459（0.531）

-2.286***（0.718）
1.648（1.642）
0.465（0.434）
0.629（0.424）
0.030（2.710）
19.04***
3.71
0.5818
44

西部地区

-0.004（0.156）
-0.508（0.350）
-1.138*（0.615）
-0.4931（1.026）
-0.495（0.475）
-0.239（0.291）
-1.26（2.874）

12.08*
2.75
0.5590
38

东北部地区

-0.070（0.256）
-0.119（0.372）
-0.142（0.282）
0.322（0.958）
0.082（0.085）
-0.027（0.353）
0.563（1.555）

5.57
5.15
0.327
16

注：*、**、***分别表示置信水平为 10%、5%、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两种方

法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8。第一种是删除特殊

样本，参考王立平和鲍鹏程（2021）的做法，考虑到省

会城市的发达程度普遍高于其他城市，与一般城市

之间存在知识资源获取的差异，本文删除统计中 24
个省会城市的数据，检验结果见表 8。模型 1和模型

2的回归结果显示，全国范围来看，Mar外部性与技术

进步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Jac外部性与经济

增长在 5%水平上负相关，和技术进步在 1%水平上

负相关。各知识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

响显著性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

第二种检验方法是选取因变量替代指标，除了

TFP和 TEC以外，还有其他指标可以分别衡量地区经

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为检验上述研究结果在不同测

量指标下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参照李敬等（2014）和

赵传仁等（2016）前人研究选择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率（GRP）和 R&D增长率（RDG）作为地区经济增长和

表 8 稳健性检验表

变量

lnRd

lnTech

lnmar

lnjac

lnScale

lnIntensity

Constant

Hausman
R⁃squared
Observation

检验 1：删除特殊样本

TFP
（模型 1）
0.013

（0.143）
-0.651***
（0.126）
0.188*

（0.112）
-0.806**
（0.350）
0.056

（0.069）
-0.148

（0.219）
1.156

（1.106）
12.30*
0.7195
128

TEC
（模型 2）
-0.195

（0.200）
0.181

（0.177）
-0.435***
（0.157）
-1.829***
（0.489）
0.068

（0.096）
0.308

（0.306）
-1.479

（1.546）
37.38***
0.3626
128

检验 2：替换因变量衡量指标

GRP
（模型 3）
0.133

（0.043）
-0.132

（0.047）
-0.017

（0.059）
-0.253*

（0.175）
-0.002

（0.034）
-0.212

（0.072）
3.135

（0.376）
8.95
0.1672
177

RDG
（模型 4）
-0.432

（0.357）
7.119***
（0.790）
-4.473***
（1.223）
-9.104***
（2.743）
-0.614

（0.675）
1.005

（0.687）
-11.464**
（4.977）
26.43***
0.7411
131

注：*、**、***分别表示置信水平为 10%、5%、1%；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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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 3和模型 4的回归结果显示，Mar外部性与技术进步在 10%水平

上负相关，Jac外部性与经济增长在 1%水平上负相关，和技术进步在 1%水平上负相关，尽管估计系数略有

变化，但实证结果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未出现明显变化。

五、结论

本文基于知识外部性理论对中国 91个城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进行了

测度，对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四大经济区知识外部性程度进行分析；采用威尔逊最大熵值模型测度了各

区域知识外部性范围；最后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主要结论如下：①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过程中同时存在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其中集群内部知识外部

性效应较大，集群内的带动作用相比集群间更大，不同种类产业集群之间应加强技术、资源、人员互动，促进

多样化聚集经济的产生；②知识外部性的辐射范围体现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知识扩散能力，不同地区知识

外部性的辐射范围存在较大差异，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辐射

范围也较大，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较之其他地区辐射带动作用较小；③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Jac外部性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更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Mar溢出对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技术进步方面的促进

作用均未得到验证，部分地区甚至呈现负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有两点，一方面因为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严

重的“搭便车”现象，机会主义行为严重，影响了集群创新产出，甚至抑制了部分区域经济增长；其次高度的集

聚经济产生了“拥挤效应”，例如交通拥挤、居住成本的上升、土地价格和科技人员雇佣价格的上涨等问题，进

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解决在中国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创新发展中，

Mar效应和 Jac效应的存在性如何，以及哪种效应更为明显的问题，本文同时从Mar外部性和 Jac外部性两个

角度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外部性现象；另一方面，前人研究中针对区域的研究较少，又或只针对

某一城市进行研究。我国发展各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对经济区域的

划分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四大类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结论更具有区域针对性。

本文蕴含的政策启示在于：西部地区需加强产业集群建设，无论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产业集聚，通

过技术专业、研发合作等方式拓宽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沟通交流，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和知识外部性效应（王春

杨和孟卫东，2019）。西部地区城市要依靠改革开放创新增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内生动力，政策上要加强西

部大开发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的统筹衔接，在对口帮扶、R&D投入、技术人员服务等方面加大对西部

地区支持力度，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多样化，构建以技术创新为纽带的“跨区域联盟”。各地区应充分发挥

以优秀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代表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打通知识和技术跨区域外溢的渠道，构建跨区域协同

创新网络，缩短知识交流距离。在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模式下，专业化程度越高，知识和技术外溢越容

易，从而降低了模仿创新的成本，部分企业出于短期利益更不愿意进行创新，同时也打击了原创企业的创新

积极性，降低了整个地区的创新效率。产业集群在资源共享的同时需要加强对核心资源的保护意识，培育核

心技术创力和市场竞争力，强化多元参与并提高集群之间异质性，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多样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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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f Knowledge Externalities Effects in High‐tech Industry Clusters in China

Shi Huan，Li Hongbo
（School of Management，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212013，Jiangsu，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 reform has made major achievements，and high⁃tech industri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s the driving f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knowledge externaliti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valued by scholars for their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aking 91 city national⁃level high⁃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Mar effect and Jac effect of their knowledge externalities were measured，and then the radiation scope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industrial clusters’knowledge externalities was given. Finally，the effect of knowledge externalities on
economic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as quantitatively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industry in the process of agglomer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China is greater，and the Jac externalities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clusters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innovation of the research is that
both the Mar effect and the Jac effect are discussed，and the sample is been divided into eastern，central，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for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so tha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more regionally specific.
Keywords：knowledge externalities；knowledge spillover；high⁃tech industry clusters；economics growth；technologic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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